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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系统 GMM 和组态分析法,实证分析不同类型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差异化影响。 研

究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各类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产生多重效应。 其中前沿发展型虚拟集聚对新质

生产力的显著影响以正向为主。 同一类型虚拟集聚对不同类地区新质生产力呈现不均衡影响。 在高水

平新质生产力地区,前沿发展型、潜力激发型、高基础调整型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显著影响方向均为

正,前沿发展型的贡献尤为突出;在低水平新质生产力地区,前沿发展型、稳定推进型与高基础调整型虚

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显著影响均为正,尤以高基础调整型的正向影响最显著。
关键词:虚拟集聚;新质生产力;系统 GMM;组态分析;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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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 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

不同,它立足于创新,基于算力时代,追求更高的效率。 尽管传统生产力在过去的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但其局限性日益显现。 传统生产力模式下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创新能力相对较低,难以满足现

代经济高速发展的需求。 然而,新质生产力通过应用高新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大幅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

率和市场竞争力。 传统生产力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问题,如产业结构单一、区域发展不平衡等,这些都制约

了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与此相反,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创新,不断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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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结构优化,成为技术创新和经济转型的核心动力。 此外,传统生产力忽视生态保护,依赖大量的自

然资源和劳动力投入,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而新质生产力则通过智能制造和大数据分析,实

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利用,推动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因此,如何突破传统生产力的瓶颈,实

现向新质生产力的转型,成为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课题。 已有文献发现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存在地域

差异性。 虚拟集聚作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1] ,其区域的差异性成为影响新质生产力发展不

平衡的关键原因之一。 虚拟集聚是指通过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使分散在各地的主体突破地理限制,在虚

拟平台上进行低成本、高效率的互动与协作。 这种新型集聚形式能促进知识跨地区流动和共享,高效传

递信息和资源,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推动区域创新,提升整体生产效率与市场竞争力,进而促进新质生

产力的发展[2] 。 然而,不同类型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尤其在不同的教育普及程

度、社会保障水平、交通便利性、外资利用程度及经济增速等因素下[3] ,这种差异可能更加显著。 但现有

研究较少探讨其差异化影响的内在机制和路径。 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细化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差

别化影响路径,补充解释新质生产力水平分化的原因。

因此,本研究探讨不同类型的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重点分析其在不同新质生产力水平地

区的作用效果。 通过分位数法对虚拟集聚进行分类,并采用系统 GMM 模型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fsQ-

CA)相结合的方法,深入探究各类型虚拟集聚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具体作用机制。 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揭示虚拟集聚对不同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机理。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从理论层面为虚拟集聚

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提供新的解释内容与实证支持,从实践层面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以虚拟集聚视角推动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针对性建议。

二、虚拟集聚影响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机制

在现代经济背景下,虚拟集聚作为一种新型经济现象,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日益显著。 虚拟集聚通

过数字化平台和网络效应,实现信息和资源的高效传递,从而加速了技术创新和发展[4] 。 这种模式使得

创新成果能够迅速传播并广泛应用,进而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 此外,虚拟集聚打破了地域限制,促进了

跨地区的知识流动和共享,增强了整体的知识积累[2] 。 远程协作和数字化交流降低了知识获取和传递的

成本,使更多企业和个人能够参与到创新活动中,进一步提升了创新能力。 可以说,虚拟集聚为区域经济

的高效协作和资源整合提供了新的动力,推动了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和创新能力的增强[5] 。

虚拟集聚的过度依赖也带来了一些潜在风险,尤其是在创新同质化方面。 虽然它能够促进技术创新

的快速扩散,但也可能导致部分创新成果趋同,限制了多样化创新的涌现。 这种同质化的创新可能会削

弱竞争力,甚至导致创新动力的下降。 虚拟集聚也加剧了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和信息泄露的风险,这可

能会抑制一些企业的创新投入。 此外,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区域差异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影响了部

分区域新质生产力的提升。 虽然虚拟集聚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的市场信息获取和技术支持,但

它也可能加剧市场竞争,给中小企业带来更大的生存压力,进而限制了这些企业对新质生产力的贡献[6] 。

为更好地理解虚拟集聚在不同区域和行业中的作用及其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根据虚拟集聚占全国

比重与增长率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五大类:创新引领的前沿发展型、扩展增长的稳定推进型、介于这

两类之间的潜力激发型、基础支撑的高基础调整型以及低迷停滞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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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虚拟集聚分类

不同类型的虚拟集聚由于区域条件的差异,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可能产生正向或负向的影响。 前沿

发展型虚拟集聚在资源丰富且政策支持力度大的区域,通过高效的信息共享和知识流动,显著推动了新

质生产力的提升[7] 。 然而,在创新高度同质化的区域,它可能会削弱创新的多样性[8] 。 稳定推进型虚拟

集聚在资源配置优化的区域,能够带来稳定的生产力增长,但在资源有限的区域则可能陷入低效利用的状

态。 潜力激发型虚拟集聚在欠发达区域通过引入外部资源来激发发展潜力,但在制度约束较强的区域可能

导致资源的低效利用[9] 。 高基础调整型虚拟集聚在资源高度集中的区域,通过规模效应促进生产力的提

升[3] ,但在缺乏有效调控的情况下,可能会加剧创新的趋同和竞争压力[10] 。 低迷停滞型虚拟集聚在获得政

策支持时,有助于逐步提升生产力,但在资源匮乏的区域则难以有效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11] 。
因此,虚拟集聚可能通过降低知识传递成本、加速技术创新和创新扩散、提高整体知识积累、促进新

质生产力提升,但也可能由于缺乏与地理集聚的协调发展,导致创新同质化、创新多样化的能力降低、信
息泄露风险增加,从而抑制新质生产力发展。 据此,绘制理论机制(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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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理论机制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在考虑数据可得性与实证科学性的基础上,选取 2005—2021 年中国 280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

行分析。 在模型设定方面,鉴于核心目标是探讨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本文构建如式(1)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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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面板模型。
NQi,t =β0 +β1X i,t +β2C i,t +ui +εi,t (1)

其中,NQ 为新质生产力;X 为虚拟集聚,包括整体的虚拟集聚(VA)、前沿发展型虚拟集聚(V1)、稳定

推进型虚拟集聚(V2)、潜力激发型虚拟集聚(V3)、高基础调整型虚拟集聚(V4)、低迷停滞型虚拟集聚

(V5);C 是基准控制变量,包括滞后一期的新质生产力(L. NQ)、教育普及程度(MS)、社会保障覆盖率

(TI)、交通运输需求(CT)、外资利用水平(FI)、经济增长水平(DI);u 为个体效应,ε 为残差项,下标 i 和 t
分别表示个体和时间,β0、β1、β2 分别对应回归变量的系数项。

对于待估动态面板模型式(1),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法(OLS)与传统面板模型均无法有效估计变量间

关系[12] 。 而广义矩估计法(GMM)能处理因变量自相关性、不可观测因素影响,以及自变量与因变量双

向影响等引起的内生性问题,从而提升模型估计的稳健性[13] 。 此外,GMM 方法特别适用于样本数大于

年份数的面板数据情境[14] 。

系统 GMM 将差分方程和水平方程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估计,能够进一步减少估计误差[15] 。 系统

GMM 分为一步 GMM 和两步 GMM。 两步 GMM 相较于一步 GMM,放宽了对残差独立同分布的假设,能够

更有效地解决变量间以及变量与残差间的内生性问题,使模型估计更加稳健[16] 。 因此,本文选择估计更

稳健的两步 GMM 法进行模型估计。 最后,采用 Arellano-Bond 检验进行序列相关性测试,并通过 Sargan
检验验证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二)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新质生产力(NQ)。 参考石玉堂等(2024) [17] 与任宇新等(2024) [18] 构建的指标体系,结合本文研究

问题,从新质劳动者、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三个维度进行构建。 具体来说,新质劳动者维度包括劳动生产

率、劳动者素质和劳动者精神;新质劳动对象维度包括新质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新质劳动资料维度则包

括物质生产资料与无形生产资料。 这七个具体指标共同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的指标体系(如表 1)。 为更

全面客观评估新质生产力,本文运用 TOPSIS 熵权法进行综合测度。
表 1　 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衡量方式 方向

劳动者

劳动对象

劳动生

产率

劳动者

素质

劳动者

精神

新质产业发展

生态

环境

经济产出

经济收入

就业结构

文化程度

培育经费

知识积累潜能

创新精神

创业精神

未来产业

绿色生态

绿色生产

人均 GDP
人均工资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

人力资本

教育经费强度

普通在校生结构

创新人力投入

创业活跃度

机器人密度

绿色资源

环境保护力度

污染防治质量

绿色发明成果

万元 GDP / 总人口 +
元 职工平均工资 +
%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 / 总就业人数 +
% 高等教育人数占比 +
/ 教育支出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
/ 普通在校生 / 总人口 +
人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从业人员 +
个 每百人新创企业数 +
台 工业机器人安装数×(工业就业人数 / 全国总就业人数) +

公顷 绿地面积 +
/ 节能环保支出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

吨 / 万元 废水比 GDP -
吨 / 亿元 二氧化硫 / GDP -

/ 绿色专利申请数 / 专利申请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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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目标层 准则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衡量方式 方向

新

质

生

产

力

劳动资料

物质

劳动

资料

无形

劳动

资料

传统基础设施

数字基础设施

能源利用水平

能源利用潜力

科技创新水平

数字化水平

传统基础设施

光缆密度

人均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

相关从业人员

电信业务收入

移动电话普及率

互联网普及率

能源效率

绿色能源消耗水平

环境污染指数

人均专利数

研发投入

数字经济

公里 公路里程 +

公里 / 平方公里 长途光缆线路长度 / 行政区域面积 +

个 / 人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 / 总人口数 +

/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占比 +

元 / 人 电信业务总收入 / 总人口数 +

户 / 人 移动电话用户数 / 总人口数 +

户 / 万人 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 / 总人口数 +

吨 / 万元 能源消耗 / GDP -

万吨 碳排放减少 +

/ 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粉)尘排放量熵权法计算 -

件 / 万人 授权专利 / 总人口 +

% R&D 经费 / GDP +

/ 数字经济指数 +

2. 核心解释变量

虚拟集聚(VA)。 参考刘烨等(2023) [19] 的研究,聚焦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在城市层面的

集聚情况,基于区位熵指数,并考虑到溢出效应随地理距离增加而逐渐减弱的特点,引入逆地理距离权

重,使用式(2)模型对虚拟集聚进行测量:
  

VAct = ∑
280

c = 1
∑

280

j = 1

VS jt

X j t
( ) / VS

X( ) d -1
cj

(2)

其中,VAct 表示城市 c 在第 t 年的虚拟集聚程度。 VS jt、X jt 分别代表 j 城市第 t 年信息传输、计算机服

务和软件业的就业人数及全部就业人数,VS、X 分别代表所有城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就业

人数和所有行业的总就业人数。 dcj 为城市 c 和城市 j 之间的球面距离。 该指数越大,说明城市虚拟集聚

程度越高。 前文已将虚拟集聚分为 5 类,此处分别将前沿发展型、稳定推进型、潜力激发型、高基础调整

型以及低迷停滞型记为 V1、V2、V3、V4 与 V5。
3. 控制变量

为确保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影响的研究结果可靠性和有效性,本研究还引入了控制变量:教育普

及程度、社会保障覆盖率、交通运输需求、外资利用水平和经济增长水平。
教育普及程度(MS)。 教育普及程度对新质生产力有重要影响,因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更具创

新能力和技术适应性[20] 。 用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衡量,可以反映该地区教育资源的分布和青少年教育

的普及度。 教育普及程度高的地区,其劳动者具备更高的知识水平和技能,有助于推动技术创新和提高

生产效率,从而对新质生产力产生影响。
社会保障覆盖率(TI)。 社会保障覆盖率直接影响劳动者的稳定性和工作积极性[3] 。 以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衡量,可以展示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 高覆盖率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减少劳动

者的后顾之忧,增强其工作安全感和生活保障,从而提高劳动者的投入度和生产力,有助于实现新质生产

力的提升。
交通运输需求(CT)。 交通运输需求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因为高效的交通系统能促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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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劳动力的流动[21] 。 以客运总量衡量,可以反映交通基础设施的使用情况和经济活动的活跃度。 高

交通运输需求意味着更快捷的物流和人员流动,有助于加快技术传播和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影响新质生

产力。

外资利用水平(FI)。 外资利用水平对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影响,因为外资企业通常带来先进的技术

和管理经验[22] 。 以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衡量,可以反映外资在当地经济中的重要性。 高

水平的外资利用能够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升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起到关

键作用。

经济增长水平(DI)。 经济增长水平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影响因素,因为经济增长能带来更多的资

源投入和市场需求[23] 。 以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衡量,可以展示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活力。 较高的经济增

长水平意味着更强的投资能力和消费需求,有助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从而影响新质生产力。

(三)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了 2005—2021 年 280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

以及各城市的统计公报。 根据前文图 1 所示的虚拟集聚分类,本文将样本城市划分为五类:前沿发展型、

稳定推进型、潜力激发型、高基础调整型和低迷停滞型。 其中前沿发展型城市(如深圳)展现出高比重和

高增长率,显示出在虚拟集聚和经济创新方面的显著竞争优势和持续增长潜力。 这些城市拥有发达的数

字基础设施和强劲的创新资源支持,从而在数字经济中保持领先地位。 潜力激发型城市(如孝感)虽然

当前虚拟集聚比重较低,但增长率较高,表明这些城市正处于快速数字化转型阶段,未来在数字经济领域

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稳定推进型城市(如长沙)已具备较高的虚拟集聚基础,增长趋于平稳,反映出其

在高水平集聚条件下的稳健发展态势,该类型中部分城市已布局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 高基

础调整型城市(如百色)虽然虚拟集聚比重较高,但增长率较低,表明其在虚拟集聚方面的增速放缓,需

要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来推动持续发展。 而低迷停滞型城市(如天水)则表现出低比重和低增长率,受制

于基础设施欠缺和政策支持不足等因素,可能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与政策扶持。 进一步观察不同类型城

市的虚拟集聚趋势可以发现,前沿发展型城市(如南京)在政策支持下,虚拟集聚持续增长[24] ;而北京则

因人口向周边城市迁移及市场饱和等因素,虚拟集聚出现轻微下降[25] 。 稳定推进型城市还包括福州,这

类城市已经有部分地区在国家文化产业创新试验区等新项目的推动下,虚拟集聚程度有所提升[26] 。 潜

力激发型城市(如徐州)近年来虚拟集聚增长率较高,在淮海经济区的现代产业布局带动下,显示出发展

潜力[1] 。 高基础调整型城市(如太原和西宁)在初期虚拟集聚水平较高,但后期增速放缓,面临持续增长

的挑战;而低迷停滞型城市(如眉山和汉中)持续表现出低集聚和低增长,需要政策干预和基础设施建设

的支持以推动数字化发展。 总体而言,这一分类揭示了不同类型城市在虚拟集聚和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异

质性特征,展现了数据的代表性,使本研究的结论具备较强的外推性,有助于理解不同城市在虚拟集聚与

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角色与贡献。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采用 Stata17. 0 统计软件对计量模型中的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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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符号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新质生产力 NQ 4
 

760 0. 083 0. 035 0. 043 0. 343

虚拟集聚 VA 4
 

760 1. 070 0. 680 0. 183 12. 335

前沿发展型虚拟集聚 V1 4
 

760 0. 209 0. 625 0. 000 12. 335

稳定推进型虚拟集聚 V2 4
 

760 0. 160 0. 451 0. 000 6. 632

潜力激发型虚拟集聚 V3 4
 

760 0. 167 0. 318 0. 000 2. 042

高基础调整型虚拟集聚 V4 4
 

760 0. 316 0. 714 0. 000 10. 692

低迷停滞型虚拟集聚 V5 4
 

760 0. 218 0. 396 0. 000 2. 667

教育普及 MS 4
 

760 87
 

735. 28 118
 

541. 3 0. 000 4
 

640
 

000

社会保障覆盖率 TI 4
 

760 1
 

400
 

186 2
 

420
 

057 79. 000 38
 

500
 

000

交通运输需求 CT 4
 

760 15
 

735. 73 46
 

806. 78 14. 000 1
 

291
 

150

外资利用水平 FI 4
 

760 3
 

452
 

720 11
 

900
 

000 0. 000 151
 

000
 

000

经济增长水平 DI 4
 

760 10. 461 8. 925 0. 050 530

(二)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影响的系统 GMM 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分位数法将新质生产力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 表 3 的前六列展示了在新质生产力水平

较高的城市群中,不同类型虚拟集聚在控制不同变量情况下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结果。 结果显示,在高

水平新质生产力组中,即使在控制外资利用与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前沿发展型虚拟集聚仍对新质生产力

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如第五列的系数为 0. 018,p<0. 01),这表明前沿发展型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具

有积极作用,与现有研究结果一致[7] 。 然而,在控制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的情况下,稳定推进型虚拟集聚

表现出负向的显著影响(如第三列的系数为-0. 106,p<0. 10)。 无论是基准模型,还是在控制社会保障、
交通运输、外资利用及经济增长后,潜力激发型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均显示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如第四

列的系数为 0. 317,p<0. 05)。 此外,在控制外资利用的情况下,高基础调整型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也

产生正向显著影响(如第五列的系数为 0. 007,p<0. 01)。 这些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能源于虚拟集聚通过网

络助推平台经济发展,虚拟集聚主体通过数字技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效率和协调性,推动形成新的

社会分工体系,并模糊生产各环节的边界[27] ,从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提升。 相对而言,低迷停滞型虚拟

集聚则始终对新质生产力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如第三列的系数为-0. 390,p<0. 01)。 这一结果表明,
在新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城市中,不同类型的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具有多样化特点。 总体而

言,前沿发展型、潜力激发型与高基础调整型虚拟集聚均对新质生产力存在积极效应,而低迷停滞型和稳

定推进型虚拟集聚则可能抑制新质生产力的提升。 与既有研究相比,本文进一步确认了虚拟集聚在推动

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并揭示了不同类型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差异化影响。 因此,在新质

生产力较高的城市中,促进前沿发展型、潜力激发型与高基础调整型虚拟集聚的形成,同时防范低迷停滞

型虚拟集聚的负面效应,对于提升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
表 3 的后六列展示了在中等水平新质生产力地区中,不同类型虚拟集聚在不同控制变量条件下对新

质生产力的影响结果。 在控制交通运输变量的情况下,前沿发展型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表现出抑制作

用(如第十列的系数为-0. 004,p<0. 05)。 这一结果可能与虚拟集聚环境下信息传播的特征有关[8] 。 因

此,需要加快制定网络规章制度,建立良好的网络秩序,以促进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 然而,在控制外

资利用水平后,前沿发展型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则表现出显著的积极影响(如第十一列的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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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13,p<0. 10)。 相比之下,稳定推进型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均不显著。 潜力激发型虚拟集聚

对新质生产力存在负向显著影响(如第七列的系数为-0. 029,p<0. 05),这可能由于地区在吸引创新产业

或企业集聚方面的能力不足,难以形成新兴产业的规模经济,进而限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9] 。 但在提升

教育普及程度后,潜力激发型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变得显著(如第八列的系数为 0. 078,p<

0. 05)。 此外,高基础调整型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呈现的显著影响为负向(如第八列的系数为-0. 037,

p<0. 05)。 这可能是由于该类地区市场已趋于饱和,少数企业或行业巨头占据垄断性市场份额,形成较

高的进入壁垒,从而抑制创新企业的进入和发展,阻碍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10] 。 低迷停滞型虚拟集聚

对新质生产力存在正向显著影响(如第七列的系数为 0. 013,p<0. 05)。 但在控制社会保障、交通运输及

外资利用条件下,低迷停滞型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呈现负向显著影响(如第十列的系数为-0. 058,p<

0. 01)。 当控制经济增长变量时,低迷停滞型虚拟集聚则再次对新质生产力表现出正向显著影响(如第

十二列的系数为 0. 002,p<0. 1)。 这表明,低迷停滞型虚拟集聚虽然在一定条件下能促进新质生产力的

发展,但当其与社会保障、交通运输及外资利用未能协调发展时,反而会抑制新质生产力的提升。 更深层

次的原因可能是部分地区缺乏创新驱动的文化和环境,以及创新投资不足,正如内生增长理论所揭示的,

这将导致新技术匮乏[28] ,从而阻碍新质生产力的提升。 而若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微弱的虚拟集聚却能展

示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价值。 这些结果表明,在中等水平新质生产力地区,不同类型的虚拟集聚对

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仍然复杂且多样。 因此,从虚拟集聚的视角出发,应充分了解不同地区虚拟集聚的类

型特点,结合区域发展现状,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以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均衡提升。
表 3　 虚拟集聚对高、中等水平新质生产力影响的系统 GMM 估计结果

模型
因变量:高水平新质生产力 因变量:中等水平新质生产力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Ⅸ Ⅹ Ⅺ Ⅻ

V1
0. 011∗

(0. 006)

0. 000

(0. 008)

0. 006

(0. 005)

0. 008

(0. 005)

0. 018∗∗∗

(0. 006)

0. 017∗∗∗

(0. 006)

0. 0024

(0. 001)

0. 057

(0. 042)

0. 067

(0. 068)

-0. 004∗∗

(0. 002)

0. 313∗

(0. 175)

0. 045

(0. 034)

V2
-0. 043

(0. 033)

-0. 013

(0. 023)

-0. 106∗

(0. 055)

-0. 041

(0. 028)

-0. 041

(0. 030)

-0. 031∗

(0. 017)

0. 002

(0. 002)

-0. 026

(0. 048)

-0. 006

(0. 007)

0. 008

(0. 022)

0. 000

(0. 007)

-0. 013

(0. 020)

V3
0. 363∗∗

(0. 174)

0. 227

(0. 162)

0. 400∗∗

(0. 163)

0. 317∗∗

(0. 130)

0. 364∗∗

(0. 153)

0. 406∗∗

(0. 162)

-0. 029∗∗

(0. 012)

0. 078∗∗

(0. 036)

-0. 009

(0. 044)

-0. 004

(0. 032)

-0. 017

(0. 087)

-0. 017

(0. 021)

V4
0. 007

(0. 004)

0. 007

(0. 009)

-0. 008

(0. 010)

0. 007

(0. 005)

0. 007∗

(0. 004)

0. 009

(0. 005)

0. 001

(0. 001)

-0. 037∗∗

(0. 017)

-0. 029

(0. 019)

0. 007

(0. 013)

-0. 007∗∗

(0. 003)

-3. 89×10-6
 

(6. 34×10-4)

V5
-0. 328∗∗

(0. 163)

-0. 317∗∗

(0. 153)

-0. 390∗∗∗

(0. 151)

-0. 230∗

(0. 136)

-0. 271∗

(0. 147)

-0. 356∗∗

(0. 168)

0. 013∗∗

(0. 006)

0. 001

(0. 002)

-0. 026∗∗

(0. 011)

-0. 058∗∗∗

(0. 020)

-0. 107∗∗

(0. 046)

0. 002∗

(0. 001)

MS
3. 520×10-7∗∗

(1. 76×10-7)

5. 370×10-7∗∗∗

(1. 910×10-7)

TI
1. 510×10-8∗∗

(6. 080×10-9)

6. 950×10-9∗∗∗

(2. 700×10-9)

CT
2. 210×10-7∗∗

(1. 060×10-7)

3. 870×10-7∗

(2. 070×10-7)

FI
-1. 09×10-9∗∗

(4. 32×10-10)

1. 230×10-8∗∗∗

(4. 20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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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模型
因变量:高水平新质生产力 因变量:中等水平新质生产力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Ⅶ Ⅷ Ⅸ Ⅹ Ⅺ Ⅻ

DI
-4. 630×10-3∗

(2. 47×10-3)

-0. 000∗∗

(0. 000)

L. NQ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
0. 0631∗∗

(0. 029)

0. 0460∗∗

(0. 022)

0. 090∗∗∗

(0. 017)

0. 079∗∗∗

(0. 015)

0. 079∗∗∗

(0. 020)

0. 122∗∗∗

(0. 038)

-0. 019

(0. 012)

0. 066∗∗∗

(0. 014)

0. 023

(0. 057)

0. 101∗∗∗

(0. 015)

0. 150∗∗∗

(0. 042)

0. 014

(0. 012)

样本数 1
 

289 1
 

289 1
 

289 1
 

289 1
 

289 1
 

289 1
 

169 1
 

169 1
 

169 1
 

169 1
 

169 1
 

169

城市个数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227 227 227 227 227 227

工具变量 13 13 13 13 13 13 13 15 10 19 10 13

Waldchi2(sig)
907. 870

(0. 000)

520. 200

(0. 000)

912. 770

(0. 000)

914. 480

(0. 000)

751. 940

(0. 000)

608. 460

(0. 000)

21
 

939. 240

(0. 000)

1
 

034. 570

(0. 000)

3
 

138. 880

(0. 000)

3
 

530. 660

(0. 000)

369. 190

(0. 000)

74
 

664. 380

(0. 000)

AR(2) 0. 323 0. 390 0. 693 0. 339 0. 350 0. 699 0. 531 0. 343 0. 529 0. 401 0. 836 0. 551

Sargan 0. 272 0. 492 0. 482 0. 567 0. 455 0. 560 0. 404 0. 950 0. 754 0. 723 0. 890 0. 968

　 注:∗
 

p<0. 1,∗∗
 

p<0. 05,∗∗∗
 

p<0. 01,括号内为标准误。 下表同。

表 4 展示了在低新质生产力城市群中,不同类型虚拟集聚在控制不同变量情况下对新质生产力的影

响结果。 其中,前沿发展型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如第一列的系数为 0. 004,p<
0. 01;第二列的系数为 0. 006,p<0. 05)。 稳定推进型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也显示出显著的正向影响

(如第五列的系数为 0. 001,p<0. 01;第六列的系数为 0. 070,p<0. 10),这表明稳定推进型虚拟集聚可能对

新质生产力产生驱动效果。 在剔除了较低的教育普及度对新质生产力的负向显著影响后,潜力激发型虚

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表现为显著正向影响(如第二列的系数为 0. 038,p<0. 10);然而,当考虑较低的经济

发展水平对新质生产力的负向显著影响后,潜力激发型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则转为显著的负向

(如第六列的系数为-0. 086,p<0. 05)。 这说明在教育普及度较低的地区,潜力激发型虚拟集聚能够促进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但在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地区,反而会抑制新质生产力的提升。 根据古典经济学和新

经济地理理论,这种抑制作用可能源于城市基础设施、政策环境及社会服务水平的不足。 在这种情境下,
技术和知识的流动性和利用效率受限,导致资源错配加剧,资源浪费和低效利用严重,致使新质生产力的

关键要素难以适应虚拟集聚的快速发展,从而难以提升新质生产力。
然而,高基础调整型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显著影响均为正(如第三列的系数为 0. 005,p<0. 01;

第四列的系数为 0. 006,p<0. 05)。 对于低迷停滞型虚拟集聚,在控制低教育普及性对新质生产力的负向

显著影响后,其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显著为负(如第二列的系数为-0. 037,p<0. 10);但在控制外资利用

水平对新质生产力的正向显著影响以及经济发展滞后对新质生产力的负向显著影响下,低迷停滞型虚拟

集聚的影响转为正向显著(如第六列的系数为 0. 002,p<0. 01)。 这表明在教育普及度较低的地区,低迷

停滞型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低迷停滞型地区往往存在制度不完善、资源配置效率

低下、交易成本较高、创新活力不足等问题。 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这些因素将导致投资回报率偏低,进
而抑制新质生产力的提升。 然而,当地区外资利用水平较高或者经济发展较落后时,低迷停滞型虚拟集

聚却可能对新质生产力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进一步分析显示,对于外资利用水平较高的地区,尽管低

水平的虚拟集聚在短期内可能与新质生产力具有较高的协调性,但如果虚拟集聚水平提升到稳定推进型

时,其对新质生产力的积极作用将更明显。 而在经济发展滞后区,低虚拟集聚度对新质生产力有显著促

15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42 卷

进作用,且一旦达到稳定推进型虚拟集聚状态,其对新质生产力的贡献可能更大。 这些结果表明,在低水

平新质生产力区域中,不同类型的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仍具有显著差异性,进一步验证了虚拟

集聚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角色。
表 4　 虚拟集聚对低水平新质生产力影响的系统 GMM 估计结果

模型
因变量:低水平新质生产力

Ⅰ Ⅱ Ⅲ Ⅳ Ⅴ Ⅵ

V1
0. 004∗∗∗

(0. 002)

0. 006∗∗

(0. 003)

-0. 018

(0. 071)

-0. 153

(0. 102)

-0. 100

(0. 258)

0. 000

(0. 001)

V2
0. 008

(0. 011)

0. 010

(0. 011)

-0. 040

(0. 038)

0. 002

(0. 002)

0. 001∗∗∗

(0. 000)

0. 070∗

(0. 042)

V3
0. 019

(0. 021)

0. 038∗

(0. 021)

0. 002

(0. 004)

0. 006

(0. 004)

0. 039

(0. 153)

-0. 086∗∗

(0. 039)

V4
0. 027

(0. 018)

0. 040∗

(0. 024)

0. 005∗∗∗

(0. 002)

0. 006∗∗

(0. 003)

-0. 022

(0. 107)

0. 033

(0. 027)

V5
-0. 021

(0. 018)

-0. 037∗

(0. 021)

0. 026

(0. 022)

-0. 009

(0. 017)

0. 002∗∗

(0. 001)

0. 002∗∗∗

(0. 001)

MS
-1. 610×10-7∗

(8. 55×10-8)

TI
-5. 940×10-9∗∗∗

(1. 98×10-9)

CT
1. 580×10-6∗∗

(7. 20×10-7)

FI
6. 800×10-9∗∗∗

(2. 03×10-9)

DI
-1. 240×10-3∗∗∗

(3. 45×10-4)
L. NQ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
-0. 001

(0. 022)

0. 009

(0. 019)

0. 037

(0. 025)

0. 006

(0. 023)

0. 077∗∗∗

(0. 011)

0. 068∗∗∗

(0. 026)

样本数 1
 

292 1
 

292 1
 

292 1
 

292 1
 

292 1
 

292

城市个数 186 186 186 186 186 186

工具变量 13 15 10 13 10 16

Waldchi2(sig)
1

 

631. 830

(0. 000)

2
 

373. 270

(0. 000)

848. 970

(0. 000)

834. 440

(0. 000)

1
 

470. 820

(0. 000)

4
 

217. 810

(0. 000)

AR(2) 0. 445 0. 131 0. 393 0. 251 0. 723 0. 297

Sargan 0. 802 0. 852 0. 638 0. 964 0. 855 0. 829

(三)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1. 城市规模控制变量

城市规模的扩大通常伴随着人才的丰富,这有助于加快信息与技术的传播速度,并提供更大的消费

市场,从而促进创新活动的开展。 然而,城市规模过大也可能引发交通拥堵、房价上涨以及生活成本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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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这些因素可能会对新质生产力的水平产生负面影响[29] 。 本文采用总人口作为衡量城市规模的指标,

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在不同条件下,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仍然表现出显

著的差异性。

2. 控制公共数据开放

公共数据开放作为一种创新政策,其实施有助于提高信息透明度,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 此外,它还

能够促进数据共享与协作,营造浓厚的创新氛围,从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提升。 在本研究中,公共数据开

放政策作为控制变量被纳入,若城市在当年实施该政策,则记为 1,否则记为 0。 再将城市规模也作为控

制变量纳入模型后,研究结果依然表明,不同类型的虚拟集聚在不同条件下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影响具

有多方面的特征。

3. 调整样本周期

在完成上述稳健性检验的基础上,本研究将样本周期调整为 2013—2021 年。 2013 年标志着中国数

字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此后,在政策的推动和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下,虚拟集聚得到了加

速发展。 因此,这一时期的样本更能准确地反映出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研究结果依然表明,

在不同情境下,各类型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呈现出多样性。

(四)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差异化影响的组态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虚拟集聚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性,本文还分析了不同类型虚拟集聚在不同组

合条件下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研究发现,在前沿发展型城市中,即使教育普及程度和经济增长水平较

低,虚拟集聚仍能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提升。 随着企业和个人不断加入虚拟集聚平台,资源与信息的集聚

效应增强,协同、创新与交流的机会增多,这一过程弥补了学历教育不足的缺陷,并促进了新质生产力水

平的提升[30] 。 此外,当教育普及程度与社会保障水平较高,或教育普及程度高且交通便利时,前沿发展

型城市的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良好的教育、培训和医疗保障有助于提升劳动者

的技能和健康水平[31] ,而便利的交通条件则有助于促进虚拟集聚所催生的实体交易,推动创新商业模式

的形成[32] ,从而进一步促进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 在稳定推进型城市中,无论是在社会保障和经济增

速较低但教育普及和外资利用水平较高的情况下,还是在教育普及、社会保障覆盖率、交通便利度和外资

利用水平都较高的情况下,甚至在交通便利度和外资利用水平较低、经济发展滞后但教育普及程度和社

会保障覆盖率较高的条件下,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都表现出积极的推动效应。 然而,当教育普及度、社

会保障覆盖率、交通便利度与外资利用水平较高,但经济增长不可持续时,所有类型的虚拟集聚都可能抑

制新质生产力的提升。 这可能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虚拟集聚的技术复杂性较高且维护成本较大,导致

用户的感知有用性和易用性降低,从而削弱了用户对虚拟集聚的接受度[33] 。 因此,虚拟集聚技术难以有

效融入生产过程,其优势无法得到充分发挥[34] ,反而抑制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为了更好地识别不同水平新质生产力的虚拟集聚驱动效应,本文再次对高、低新质生产力类型进行

虚拟集聚驱动效应的组态分析。 结果显示,在新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城市群中,如果前沿发展型虚拟集

聚城市具备较高的教育普及度、交通便利性与外资利用水平,或在教育普及度、社会保障覆盖率和交通便

利性较高的条件下,虚拟集聚能够显著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提升。 对于高基础调整型与低迷停滞型城市,

在教育普及度、社会保障水平、交通便利性、外资利用率和经济增速较高的情况下,虚拟集聚同样有助于

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 在新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城市群中,高基础调整型虚拟集聚城市在多种情境下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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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质生产力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 具体而言,这些情境包括:(1)社会保障与外资利用水平都较低;

(2)教育普及度与交通便利度较高;(3)教育普及度与经济增速较高;(4)社会保障水平、交通便利性与经

济增速较低;(5)教育普及度与交通便利性较低但社会保障水平较高;(6)教育普及度较低但社会保障与外

资利用状况较好;(7)社会保障、外资利用水平与经济增速较高。 对于低迷停滞型虚拟集聚城市,虚拟集聚

对新质生产力产生驱动作用的情境包括:(1)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速都堪忧,但交通便利;(2)社会保障水平较

差,但交通便利且外资利用水平较高;(3)教育普及度较低,但交通便利性且外资利用水平较高。

五、主要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 2005—2021 年中国 280 个城市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系统 GMM 方法研究不同类型虚拟集聚

对不同水平新质生产力的影响路径,并进一步通过 fsQCA 分析不同类型虚拟集聚形成的组态对新质生产

力的贡献。 主要结论如下:

系统 GMM 分析结果显示,在高水平新质生产力组中,前沿发展型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

的正向影响;稳定推进型虚拟集聚则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潜力激发型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主要为正向;高基础调整型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显著为正;而低迷停滞型虚拟集聚则一致地对

新质生产力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对于中等水平新质生产力组,前沿发展型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显

著影响方向在不同环境中有所差异;稳定推进型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不显著;潜力激发型虚拟

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方向因地区差异而不同;高基础调整型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表现为抑

制性;低迷停滞型虚拟集聚在不同情境下的影响同样多样化。 在低水平新质生产力地区,前沿发展型虚

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主要为正向;稳定推进型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具有显著的驱动作用;潜力

激发型虚拟集聚在不同情境下对新质生产力具有分化作用;高基础调整型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

显著为正;低迷停滞型虚拟集聚的影响则表现出环境异质性。

FsQCA 组态分析进一步揭示了虚拟集聚作为条件变量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总体来看,前沿发展型和稳定推进型虚拟集聚都有潜力通过不同的组态有效地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在高水平新质生产力的城市中,不仅前沿发展型和高基础调整型虚拟集聚能够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提升,

甚至低迷停滞型虚拟集聚也显示出潜在的促进作用。 在低水平新质生产力的环境中,高基础调整型虚拟

集聚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表现出更广泛的协调性,而低迷停滞型虚拟集聚也展现了一定的协调性。

这些结论不仅为未来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方向,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实践参考思路,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基于这些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因地制宜地推动虚拟集聚发展。 在高水平新质生产力的地区,对于前沿发展型、潜力激发型和高

基础调整型虚拟集聚的城市,应加强创新资源的协同效应,提升技术和创新能力的积累,以促进新质生产

力的持续增长。 因此,政府应鼓励和支持创新企业的集聚,推动创新平台的建设,特别是加强科技资源、

资金和人才的跨区域合作,以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对于稳定推进型和低迷停滞型虚拟集聚的城

市,政府应同时注重加强地区教育发展,提升社会保障水平,注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外开放,从而

提高地区新质生产力水平,促进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2. 优化虚拟集聚发展路径以促进中低水平新质生产力提升。 在中等水平新质生产力地区,应重点关

注高基础调整型虚拟集聚的城市。 对于这些城市,应注重教育发展,提升社会保障水平,改善数字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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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设,同时重视加强对外开放。 这将有助于推动这些城市的虚拟集聚水平,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

展。 对于低水平新质生产力地区,前沿发展型、稳定推进型以及高基础调整型虚拟集聚城市都展示了虚

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积极作用。 然而,潜力激发型与低迷停滞型虚拟集聚的影响则表现出一定的

不确定性。 对于低水平新质生产力地区中的潜力激发型虚拟集聚地区,应着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完善

社会保障体系,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 同时,要重点弥补教育短板,以全面

促进新质生产力的提升。 针对低新质生产力的低迷停滞型虚拟集聚地区,需要特别防范低迷型虚拟集聚

对新质生产力的负向影响。 应推动这些地区向高基础调整型,甚至是稳定推进型及前沿发展型虚拟集聚

水平靠拢,从而实现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影响。 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有效提升中低水平新质生产力

地区的新质生产力水平,促进其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3. 防止虚拟集聚过度发展阻碍新质生产力提升。 对于前沿发展型虚拟集聚城市,部分位于中等水平

新质生产力地区,却对新质生产力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 这些地区的政府应深入审视自身发展状况,

合理权衡虚拟集聚发展与资源消耗之间的关系,避免虚拟集聚过度扩展导致资源浪费,导致阻碍新质生

产力的提升。 政府需在推动虚拟集聚的同时,注重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效率,确保虚拟集聚的发展与

当地资源禀赋相匹配,为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增长提供坚实基础。 对于稳定推进型虚拟集聚城市,尽管有

些处于高新质生产力水平,但其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仍可能存在显著的消极影响,从而潜在地降低当

地新质生产力水平。 这些区域的政府应高度重视当前的资源禀赋情况是否能够有效支撑新质生产力的

发展需要。 如果忽视过度虚拟集聚带来的资源过度消耗问题,将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造成巨大阻碍。 因

此,这些地区政府应通过精细化的政策引导,精准调控虚拟集聚的规模和速度,确保虚拟集聚与资源禀赋

之间保持动态平衡,从而充分发挥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积极作用,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对于潜

力激发型虚拟集聚城市,也有部分处于中等水平新质生产力区域,其虚拟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显著

为负。 这些地区的政府应充分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重新审视虚拟集聚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 可能

需要将政策重心适当转移到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上,因为较高的虚拟集聚水平可能并不适合当地的新质生

产力发展需要,而适度降低虚拟集聚水平反而更有利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 政府应根据现实发展

需求,及时调整政策方向,优化资源配置,为新质生产力的健康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实现虚拟集聚

与新质生产力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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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employs
 

the
 

system
 

GMM
 

and
 

configuration
 

analysis
 

method
 

to
 

empirically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tiated
 

impac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virtual
 

agglomeration
 

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during
 

the
 

sample
 

period,
 

various
 

types
 

of
 

virtual
 

agglomeration
 

exert
 

multiple
 

effects
 

on
 

new
 

quali-

ty
 

productive
 

forces.
 

Specifically,
 

the
 

significant
 

impact
 

of
 

frontier
 

development-type
 

virtual
 

agglomeration
 

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primarily
 

positive.
 

The
 

same
 

type
 

of
 

virtual
 

agglomeration
 

has
 

an
 

unbalanced
 

impact
 

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cross
 

different
 

regions.
 

In
 

regions
 

with
 

high-level
 

new
 

quality
 

produc-

tive
 

forces,
 

the
 

significant
 

impact
 

of
 

frontier
 

development-type,
 

potential
 

stimulation-type,
 

and
 

high-basis
 

ad-

justment-type
 

virtual
 

agglomeration
 

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positive,
 

with
 

the
 

contribution
 

of
 

frontier
 

development-type
 

being
 

particularly
 

prominent.
 

In
 

regions
 

with
 

low-leve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
 

sig-

nificant
 

impact
 

of
 

frontier
 

development-type,
 

stable
 

progress-type,
 

and
 

high-basis
 

adjustment-type
 

virtual
 

ag-

glomeration
 

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also
 

positive,
 

with
 

the
 

positive
 

impact
 

of
 

high-basis
 

adjustment-

type
 

being
 

the
 

most
 

significant.

Keywords:virtual
 

agglomer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ystem
 

GMM;
 

configuration
 

analysi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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